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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个体稳定性到家庭迁移:
文化认同与农民工稳定城市化

魏 万 青
(广西大学 公共管理学院;区域社会治理创新研究中心,广西 南宁510275)

摘 要:稳定城市化强调农民工城市化是一个从个体稳定城市化到农民工家庭城市化的连续过程,因

此农民工家庭迁移行为与迁移计划至关重要。研究基于CMDS2014年流动人口社会融合与心理健康专题调

查数据,采取Logit模型和KHB模型分析文化认同对农民工稳定城市化的影响。研究发现:(1)文化认同影

响到个体的未来城市化预期(是否在本地生活与工作)与稳定性;(2)同时对农民工的家庭迁移决策产生影响;

(3)文化认同的影响是连续的,通过个体稳定性进一步影响到家庭迁移行为与家庭迁移计划。论文提出提升

农民工城市化质量,降低农民工城市化心理成本的具体对策:其一是针对异地迁移农民工家庭,提供公共文化

服务,降低其文化适应成本;其二是基于新时代西部大开发,以经济发展促进农业剩余人口的就近转移,降低

迁移过程中的文化适应成本与心理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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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提出:稳定城市化与文化认同的作用

推进新型城镇化战略,关键是识别“有能力在城镇稳定就业和生活的农业转移人口”[1],促进其

举家进城落户,进而为其提供教育、培训、养老等基本公共服务;推进乡村振兴战略,识别农民工群

体的“回流人口”是关键。“农民工回迁”并非简单的人口流动,同时也意味着资源、人才与技术的回

迁,对乡村振兴与产业发展至关重要。区域经济中著名的“苏南模式”,就是具有技术、知识与工业

化理念的人才“下乡”的结果[2]。因此,无论是新型城镇化过程中推进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还是

推进农村剩余人口的进一步转移,其重要基础都是对农民工的迁移或入户意愿(与之对应的是回

流)进行识别。换言之,就是要弄清楚影响农民工在城镇稳定就业和生活的因素是什么?
正因为如此,农民工迁移、回流问题成为近年来学术研究的热点。然而既有研究虽然成果丰

硕,却依然存在薄弱与不足环节。其一是对农民工稳定性的既有研究,如关于永久迁移行为、入户

意愿、回流行为与意愿的研究,主要从成本-收益、生命周期、人力资本、社会网络等诸多角度对农民

的迁移决策、迁移类型进行解释,关注的变量包括个人特征与经历、家庭因素以及社会环境因素

等[3],对文化认同等因素的关注有待加强。在定量研究中,如何测量文化因素的影响,既有研究尚

未达成共识。如,既有研究往往将对方言的掌握视为文化认同的结果,但也有部分研究强调方言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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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能力的体现[4]。其二是既有研究基于静态视角,关注农民工个体或者家庭的迁移行为与意愿,
而对个体迁移与家庭迁移之间的动态关系缺少关注。家庭化迁移意味着教育、医疗、住房等公共服

务需求的增长[5],农民工个体迁移与家庭迁移的差异,关系到基本公共服务供给内容与空间的差

异,但相关研究对此缺少充分的探讨。
基于对上述问题的关注,本文将聚焦于文化认同因素对农民工稳定城市化的影响。具体而言,

是从农民工个体的稳定性(是否再迁移)与家庭迁移意愿(家庭完整性)两个层面理解农民工城市化

的稳定性,重点分析如下问题:(1)风俗认同、语言使用等文化认同因素对农民工个体永久迁移意愿

的影响;(2)个体迁移对举家迁移的影响,以及文化认同在家庭迁移决策层面所发挥的作用。研究

发现,核心家庭成员的个体迁移与其在城市的发展状况,是进一步迁移的前提。文化认同因素对家

庭迁移决策的影响包括两部分:一是中介效应,即以个体迁移为中介,影响家庭迁移意愿与决策;二
是直接效应,即文化认同因素对家庭迁移行为与意愿的直接影响。

这使得本研究不同于以往研究:第一,不同于以往的静态研究,本研究将文化认同的影响视为

一个动态过程,分析文化因素对农民工不同迁移阶段的影响与机制。第二,在实践意义上,基于文

化认同影响的重要性,本研究强调对异地迁移农民工而言,公共服务供给应包括文化服务的内容,
促进农民工家庭的社会适应;基于城市化发展战略,本研究强调新时代推进西部大开发与中心城市

的发展,能有效降低农民工城市化过程中的文化适应成本与心理成本,提升城市化质量。

二、文献综述与研究假设:文化认同、迁移意愿与稳定城市化

(一)从“永久定居移民范式”到“迁移轨迹”:移民迁移与农民工城市化

农民工研究深受移民研究的影响。移民研究中,新古典经济学宏观理论关注地区差异对迁移

的影响,微观理论则从理性角度将迁移视为个体收益与成本算计的结果,而新移民经济学将决策主

体从个体转向家庭,强调迁移是家庭为分散风险所采取的多样化经营策略[6]。社会学、人口学则从

生命周期、社会网络等诸多角度对移民的迁移决策、迁移类型或迁移意愿进行解释。既有研究虽然

将迁移视为一个从空间迁移到经济适应、社会适应与心理适应的动态过程,但隐含着“永久定居移

民范式”的假设,往往将既有迁入城市视为最终迁入城市,而回流是“迁移失败”的结果。在分析单

位上,经典移民理论主要关注个体迁移行为,而新移民经济学强调家庭为决策主体。而在农民工研

究中,大部分研究依然聚焦于个体迁移行为或意愿,家庭因素作为影响因素被纳入分析但并未真正

以家庭为分析单位[5]。
近年来,时间与空间因素在移民与农民工研究中受到了越来越多的关注。多阶段迁移理论认

为,在迁移目的地的选择过程中,移民心中也会对诸多目标城市进行排序,形成一个迁移城市等级

体系,其中一些目标迁移地主要是移民中转站、充值站,移民在这个城市习得迁移所需的技能、积累

资金,或构建网络,寻找进一步的迁移目标与机会[7]。因此,迁移是不断累积、不断发展的,当移民

累积到一定资本时,往往会再迁移,迁往更好的地区[8]。从这个意义而言,迁移行为就是一个不断

决策的过程。无论是继续迁移,还是回迁(回流),都只是解决问题或实现个人和家庭目标的一种选

择,回流(回迁)也并非是一种“失败”。这也使得相关研究从经济学的理性范式转向决策范式。为

此,研究者发展了关于决策行为的各种“形势评估模型”[9]。多阶段迁移理论强调根据不同阶段的

个人与家庭目标分析其迁移策略,强调迁移的动态性。在迁移过程中,职业和家庭相关的生活阶段

转变带来的变化,均会影响其下一步的迁移决策;在人生的不同阶段,迁移的决策主体也不同,青年

时期更多是基于职业发展,决策主体主要是个人,然而随着婚姻、生育与父母身体状况的变化,家庭

因素的影响日益重要。这也意味着分析单位或因素应随着迁移阶段与目标的转变而转变。多阶段

迁移理论也进一步丰富稳定了城市化内涵,对农民工城市化而言,我们应该关注的不仅是农民工个

体的稳定性,同时还应该关注其家庭是否随迁[10]。然而既有研究却主要关注农民工个体迁移或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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庭迁移,忽视了农民工迁移与城市化的阶梯性递进,也很少从稳定城市化角度分析两者的关联,对
两阶段的迁移与城市化纳入统一的分析框架。

(二)文化认同、迁移与城市化:作用阶段及影响机制

移民研究中,文化因素备受重视,文化认同被视为移民融合的结果与关键指标。例如,经典同

化理论将移民的社会融合视为移民对主流或强势的文化、价值观和生活方式的接受与认可过程,在
融合过程中,移民原有的族裔特质与文化特征将逐渐丧失[11]。多元论虽然倡导族群文化差异与文

化多样性,但依然将文化认同作为移民融合的标准。事实上,文化因素不仅被视为社会融合的结

果,同时也是影响移民社会融合的途径与手段。比如,“聚集命题”强调,移民能从种族聚集中获得

经济与福利回报,为移民的社会融合提供了“第三条道路”,即分割同化理论———移民通过种族聚集

(进入种族企业就业以及聚集居住)形成保护带,逐步融入主流社会[12]。在与“聚集命题”相关的学

术争鸣中,语言等文化现象经常被作为族裔聚集的测量变量[13-14]。而多阶段迁移理论则关注文化

因素对迁移目标地的影响。在迁移目的地的选择过程中,移民会对诸多目标城市进行排序,形成一

个迁移城市等级体系。其中,目标城市的文化特征与移民自身文化的亲和性成为影响排序与迁移

决策的重要因素[7]。总之,从迁移目的地选择、融入策略到融入结果,文化因素的影响贯穿迁移的

全过程。
与国际移民常常面临母国与目标国之间巨大的文化差异不同,农民工迁移是国内迁移,农民工

迁移面临的文化差异不如国际移民那样显著。但文化因素依然是农民工行动逻辑的坚实基础[15],
对其迁移地的选择、工作权益与经济适应,以及定居意愿等均发挥着显著影响。首先是在迁入地的

选择上,迁入地与迁移地的方言距离对农民工迁入地的选择具有显著影响[16]。其次,在流动过程

以及在城市适应与发展过程中,文化的影响同样存在,进而形成了诸如“浙江村”[17-18]、“平江村”[19]

等典型的移民社区。流动人口往往依托同乡网络等寻找工作[20],解决具体困难,适应城市[14,21]。
而企业管理者也依托地缘、血缘等传统文化因素,招聘与管理工人[22-24]。最后,文化因素也是预测

农民工定居与入户意愿的关键因素。蔡禾、王进[4]发现方言能力对永久迁移意愿有显著影响。王

玉君[25]研究发现,与本地人互动的情况以及掌握方言的熟练程度不仅直接对城市定居意愿产生正

向影响,而且积极影响归属感从而间接提升其定居意愿。悦中山[26]研究发现,家乡文化保持和城

市归属感都是预测农民工发展意愿的重要因素。何丽[27]研究发现,语言使用会对农民工子女身份

建构、居留意愿产生显著影响。
梳理既有研究不难发现,文化因素对农民工的影响贯穿其迁移的整个过程,然而,相关研究也

存在诸多问题需要解决。其中,文化因素的测量以及文化因素对农民工迁移决策的影响机制,尤为

值得关注。相关测量中,语言是常用的指标。但语言或者方言(对本地方言的熟练程度)指标的内

涵是非常丰富的,既可以作为人力资本对农民工迁移与定居产生影响[4,28-29],同时也可以视为农民

工的社会资本与社会融合的结果,其对当地方言的掌握本身就反映了农民工与当地居民的接触情

况[30]。此外,方言的使用情况,反馈的是社区的异质性与居民的群体构成,影响着社会信任[31]。与

方言类似,同乡关系也是策略的常用指标,与方言变量类似,同乡关系的内涵也非常丰富。一方面,
同乡关系是一种网络关系,是农民工信息交流的重要载体,是获得具有价值的信息(如招工信息)的
关键渠道[20]。另一方面,同乡关系也承载了地域文化特点与地缘关系,体现了流出地相同的经济

社会环境对农民工群体的影响。同乡关系还是一种情感关系,但同乡聚集并非一个随机过程,理性

因素依然在起作用[21]。因此,当研究者分析方言与同乡关系对农民工的迁移意愿、工资、权益的影

响时,一个需要回答的问题是,方言、同乡网络的测量,到底在测量什么? 更进一步,研究需要追问

的是,文化因素对农民工稳定城镇化(或迁移)的影响机制是什么? 在农民工迁移的不同阶段或者

城市化的不同阶段,文化因素的影响有何不同?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本文从风俗认同、语言使用(方言)以及同乡网络关系的视角,多角度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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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的影响。具体而言,文章从个体和家庭两个层面理解稳定城镇化,将其区分为个体迁移和家庭

迁移阶段,分析不同阶段风俗认同、语言使用(方言)以及同乡网络等文化因素对农民工迁移(留城、
再迁移,还是返乡)的影响。这也使得本研究与以往研究存在显著的不同:首先,基于文化因素的复

杂性,本研究试图建立一个多维测量指标,分析文化对农民工迁移意愿的影响。其次,本文力图表

明农民工迁移是由个体迁移到家庭迁移的过程[32]。而文化因素将以个体迁移决策为中介,影响家

庭迁移决策。因此,有必要将个体迁移与家庭迁移区分开来,分析文化因素对个体迁移与家庭迁移

决策的影响。与此同时,两个阶段互相联系,构成了农民工城市化的不同维度,因此在关注文化认

同影响的阶段性特征的基础上,还应该关注两个阶段的相互关联。

三、主要研究假设与分析策略

(一)分析框架与假设

基于多阶段迁移理论,城市化主要可分为两个阶段,即个体迁移阶段和家庭迁移阶段。对农民

工而言,个体的乡城迁移决策早已做出,因此这里主要关注迁移的稳定性,即分析其再迁移的意愿。
分析框架与假设如下:

H1.文化认同因素对个体迁移决策有显著影响,且这些影响在控制经济适应、社会适应状况后

依然存在。

H2.文化认同因素以个体迁移决策与意愿为中介,对家庭迁移决策与意愿发生影响。

H3.文化认同因素对家庭迁移决策有显著影响。
上述假设中,H1关注文化认同因素对个体迁移(稳定性)的作用,后两个假设则关注文化因素

对家庭迁移的影响。其中,H1到 H2体现了文化因素通过个体稳定性为中介,对家庭迁移意愿的

影响,而 H3则体现文化因素对家庭迁移的直接影响。

图1 文化认同因素对农民工迁移意愿影响框架图

(二)数据与样本基本情况

本文数据来源于中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ChinaMigrantsDynamicSurvey,简称

CMDS)2014年流动人口社会融合与心理健康专题调查(C卷)。该数据为学术界广泛应用的公开

数据,收集了流动人口对当地方言和风俗认同的信息,这是其他年份的个体数据和专题数据所不具

备的,故没有选择最新年份的个体数据。基于研究目的,这里只分析主动迁移的、具有决策权的、跨
市流动的农民工,排除了非农户流动人口和随迁人口。

因变量:对个体迁移意愿则是根据农民工关于未来的稳定性作出的判断,具体而言是根据受访

者对“是否打算在本地长期居住(5年以上)”这一问题的回答进行判断的。按照城市化稳定性排序

从低到高,其对应的选项依次是“否”(再迁移可能性大,不稳定性高)、“不确定”(居中)、“是”(再迁

移的可能性小,稳定性高),即低稳定性、中稳定性、高稳定性。家庭迁移同样也是基于迁移预期或

意愿的测量,根据受访者对“在未来1~3年内是否打算将家庭成员带到本地”的回答,分为四种情

况:已迁移、将迁移、不确定、不迁移。
文化认同的测量主要是两个指标,即对当地方言的掌握情况和对当地风俗的认同情况。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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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根据受访者对当地方言的掌握程度进行赋值,得分越高方言掌握越熟练。其二是基于受访者对

家庭风俗与当地人行为习惯的认同,得出当地风俗认同因子。这里,对文化认同的测量包括语言和风

俗两个维度的信息,比以往研究单纯从“同乡聚集”或方言使用进行测量更为准确,因为语言常被视为

一种人力资本对待,而“同乡”虽然包含文化与情感因素,但更多体现的是信息机制的作用[14,21]。

控制变量包括流入城市(调查城市)虚拟变量、城市务工年限、居住状况,以及性别、婚姻、年龄

等人口社会特征。由于个体迁移与家庭迁移决策受农民工发展状况和发展预期的影响,因此,在控

制变量中增加了地位声望变量,该变量包含了农民工对自己的社会地位和受尊重程度的判断,可理

解为其发展状况和发展预期的代理变量。地位声望信息主要来自于受访者与“老家的亲戚、朋友与

同事”“居住地的亲戚、朋友与同事”和“全社会人们”的比较得分,通过因子分析形成社会地位与声

望因子,得分越高则自我评价越高。考虑到农民工个体与家庭决策与其家庭负担有关,故增加家庭

负担指数为控制变量。具体是根据农民工对老人抚养、配偶孤独、子女照料、子女学费四个家庭负

担项目的回答进行加总计分,得分越高则负担越重。

最终纳入分析的有效个案是8988个,样本基本情况如表1所示。表中,有高达60.5%的受访

者表示打算长期在本地生活和工作,而明确表示不会在本地长期生活工作的仅为11.1%,另有

28.5%的农民工处于观望状况,对未来缺少明确的规划。农民工迁移的家庭化迁移趋势也非常明

显,已经家庭化迁移的比例是26.8%,另有31.2%的受访者将在1~3年内计划家庭迁移,明确表示

没有举家迁移计划的比例为37%。
表1 样本基本情况(N=8988)

变量 均值(比例)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家庭迁移

已迁移 0.268 0.443 0 1
将迁移 0.312 0.463 0 1
不迁移 0.370 0.483 0 1
不确定 0.050 0.218 0 1

个体迁移(稳定性)

低稳定性 0.111 0.314 0 1
中稳定性 0.285 0.451 0 1
高稳定性 0.605 0.489 0 1

文化认同

风俗认同因子 -0.025 0.913 -3.665 2.840
方言熟练度 2.854 1.088 1 4

性别

男性 0.567 0.496 0 1
女性 0.433 0.496 0 1

婚姻状况

未婚 0.275 0.447 0 1
已婚 0.701 0.458 0 1

离异等 0.024 0.152 0 1
年龄 32.390 8.653 15 60
教育 10.160 2.586 0 19
社会地位声望因子 -0.027 0.956 -3.379 3.221
家庭负担指数 1.060 0.922 0 4
务工经验 5.243 4.494 1 30
住房状况

单位房(宿舍) 0.184 0.388 0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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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量 均值(比例)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租赁私房 0.704 0.457 0 1
公租房 0.006 0.079 0 1
产权房 0.086 0.280 0 1

其他住房[1] 0.020 0.140 0 1
城市

中山市 0.102 0.303 0 1
厦门市 0.164 0.371 0 1
嘉兴市 0.082 0.274 0 1
北京市 0.069 0.253 0 1
成都市 0.153 0.360 0 1
深圳市 0.159 0.366 0 1
郑州市 0.138 0.345 0 1
青岛市 0.133 0.339 0 1

  注:其他住房是包括借住、办公场所、非正规房屋等

(三)模型与分析策略

由于个体迁移(稳定性)为定序变量,故采用广义定序logit模型检验 H1。广义定序logit模型

的优点是允许回归系数随因变量的次序变化而变化,而无需满足平行回归假定[33]。对 H2的检验,
由于家庭迁移是多类别变量,故采取的是多项Logit模型(MNL,multinomiallogitmodel)。

文化认同对家庭迁移的影响,不仅包括直接影响(即 H3),同时还以个体迁移为中介,通过影响

个体迁移稳定性,进一步影响家庭迁移。这里采用的是KHB模型[34],即通过系数分解分析个体迁

移(稳定性)中介效应的大小。

四、数据分析结果

(一)文化认同与个体迁移意愿

表2为方言熟练程度、本地风俗认同等文化认同因素对个体迁移意愿(稳定性)的影响。与 H1
假设预期一致,本地方言熟练度对应的系数均显著为正(模型1对应的系数分别为0.305和0.304,
均在1%的水平上显著),风俗认同因素对农民工个体稳定性的影响也显著为正(模型2中对应系

数分别为0.143和0.234,分别在5%和1%的水平上显著)。将方言熟练度、风俗认同同时放入模型

(模型3),回归结果依然非常稳定。总之,模型估计结果显示,文化认同因素与农民工城市化的稳

定性显著相关,认同程度越高,其稳定性越强,再迁移的可能性越低,H1得到了数据的有效支持。

控制变量中,婚姻状况、在城市社会中的发展状况(通过社会地位与声望指数)、家庭负担以及

进城务工年限等均显著影响着农民工个体城市化的稳定性。相对住宿舍的农民工,在本地购房、租
私房的农民工,其未来更有可能在本地生活与工作,而教育与农民工个体城市化的稳定性显著相

关,教育水平越高,未来在本地生活与工作的可能性越高。
表2 个体迁移(稳定性)的广义logit模型分析结果(N=8988)

变量
模型1

中稳定性 高稳定性

模型2
中稳定性 高稳定性

模型3
中稳定性 高稳定性

文化认同

方言熟练度 0.305*** 0.304*** 0.303*** 0.298***

(0.068) (0.042) (0.068) (0.042)

风俗认同 0.143** 0.234*** 0.141** 0.226***

(0.063) (0.043) (0.063) (0.044)
女性 -0.142 0.054 -0.163 0.019 -0.149 0.046

(0.115) (0.078) (0.115) (0.077) (0.115) (0.0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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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量
模型1

中稳定性 高稳定性

模型2
中稳定性 高稳定性

模型3
中稳定性 高稳定性

年龄 0.010 0.012* 0.012 0.014** 0.012 0.014**

(0.009) (0.006) (0.009) (0.006) (0.009) (0.006)
婚姻(未婚)

已婚 0.497*** 0.781*** 0.459*** 0.733*** 0.477*** 0.753***

(0.166) (0.114) (0.167) (0.114) (0.167) (0.114)

离异等 0.332 0.674** 0.281 0.620** 0.296 0.614**

(0.450) (0.285) (0.437) (0.282) (0.449) (0.284)

教育 0.031 0.064*** 0.038 0.064*** 0.028 0.059***

(0.026) (0.016) (0.027) (0.016) (0.026) (0.016)

社会地位声望 0.133** 0.184*** 0.127** 0.187*** 0.133** 0.187***

(0.055) (0.041) (0.054) (0.041) (0.055) (0.041)

家庭负担指数 -0.176*** -0.148*** -0.155** -0.127*** -0.166** -0.133***

(0.068) (0.044) (0.068) (0.044) (0.068) (0.044)

进城年限 0.070*** 0.106*** 0.080*** 0.115*** 0.069*** 0.105***

(0.019) (0.011) (0.019) (0.011) (0.019) (0.011)

住房(宿舍)

租私房 0.013 0.253** -0.000 0.249** 0.003 0.241**

(0.128) (0.102) (0.129) (0.101) (0.129) (0.101)

公租房 0.012 -1.257*** -0.132 -1.444*** -0.003 -1.284***

(0.385) (0.477) (0.359) (0.543) (0.378) (0.486)

产权房 1.855*** 2.282*** 1.939*** 2.349*** 1.811*** 2.240***

(0.564) (0.304) (0.561) (0.302) (0.565) (0.304)

非正规房等 0.149 0.441* 0.172 0.497** 0.105 0.403
(0.395) (0.252) (0.412) (0.249) (0.396) (0.254)

城市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截距 -0.178 -3.158*** 0.772* -2.111*** -0.125 -3.082***

(0.442) (0.319) (0.414) (0.291) (0.445) (0.322)

    注:1.变量后括号内为参照组;2.系数下面括号内为标准误;3.显著度:***p<0.01,**p<0.05,*p<0.1;3.表中

省略了城市虚拟变量结果

(二)文化认同对家庭迁移意愿的影响分析

表3为文化认同因素对农民工家庭迁移意愿(可能性)的影响。基于模型4的估计结果可知,
方言熟练度对农民工家庭迁移有显著影响,农民工对本地方言越熟练,熟练程度每提升1分,其家

庭已迁移相对于不迁移的发生比率提升30%(系数为0.264,在1%的水平上显著)。本地方言熟练

程度对其家庭迁移计划(准备迁移)有显著影响(对应的回归系数为0.215,在1%的水平上显著)。
基于模型5的估计结果可知,风俗认同对家庭迁移有显著影响(对应回归系数为0.116,在5%的水

平上显著),但对其家庭迁移计划(是否准备迁移)没有显著影响。总之,H3得到了数据较好的支

持,文化认同对家庭迁移行为具有显著影响,越认同当地文化,家庭迁移发生比率越高,但风俗认同

对家庭迁移计划(是否准备迁移)影响不显著。
表3 家庭迁移影响的多类别logit模型(N=8988)

模型4
已迁 准备迁 不确定

模型5
已迁 准备迁 不确定

文化认同

方言熟练度 0.264*** 0.215*** 0.083
(0.059) (0.051) (0.093)

风俗认同 0.116** -0.022 -0.0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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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型4
已迁 准备迁 不确定

模型5
已迁 准备迁 不确定

(0.059) (0.050) (0.099)

女性 -0.094 -0.141 0.274 -0.118 -0.157* 0.271
(0.108) (0.093) (0.170) (0.107) (0.092) (0.170)

年龄 -0.014 -0.006 -0.006 -0.014 -0.007 -0.007
(0.009) (0.008) (0.015) (0.009) (0.008) (0.015)

婚姻(未婚)

已婚 2.764*** 1.291*** 0.258 2.738*** 1.273*** 0.256
(0.187) (0.144) (0.267) (0.186) (0.144) (0.265)

离异等 2.552*** 1.025*** 0.967 2.545*** 1.042*** 0.980
(0.368) (0.355) (0.617) (0.359) (0.347) (0.611)

教育 -0.008 0.050*** 0.039 -0.007 0.056*** 0.042
(0.023) (0.019) (0.034) (0.023) (0.019) (0.034)

社会地位声望 0.178*** 0.204*** 0.158* 0.180*** 0.204*** 0.158*

(0.058) (0.048) (0.095) (0.059) (0.048) (0.094)

家庭负担指数 -0.693*** -0.051 -0.057 -0.678*** -0.044 -0.054
(0.063) (0.053) (0.110) (0.063) (0.054) (0.110)

进城年限 0.063*** 0.001 -0.002 0.072*** 0.009 0.001
(0.013) (0.012) (0.026) (0.013) (0.012) (0.026)

住房(宿舍)

租私房 0.234 0.253** 0.138 0.232 0.254** 0.137
(0.158) (0.121) (0.214) (0.158) (0.121) (0.214)

公租房 -1.732** 0.016 -13.429*** -1.934** -0.075 -13.475***

(0.879) (0.630) (0.441) (0.923) (0.650) (0.451)

产权房 1.239*** 0.162 -0.240 1.300*** 0.238 -0.201
(0.297) (0.280) (0.527) (0.297) (0.281) (0.529)

非正规房等 -0.049 -0.081 -0.571 0.006 -0.026 -0.543
(0.426) (0.347) (0.473) (0.432) (0.340) (0.474)

城市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截距 -2.313*** -1.481*** -2.301*** -1.675*** -1.026*** -2.149***

(0.449) (0.362) (0.611) (0.428) (0.347) (0.566)

    注:同表2,因变量基准组为不迁移组

(三)文化认同、稳定性与家庭迁移分析

根据多阶段迁移理论,农民工迁移是从个体迁移到家庭迁移,个体稳定性对家庭迁移决策与计

划有显著影响,即 H2。表4模型在表3模型的基础上纳入了个体稳定性变量,即个体迁移意愿变

量。与 H2预期相符,个体稳定性对家庭迁移行为(是否已迁移)与家庭迁移计划(是否准备迁移)
有显著影响,表4中个体稳定性变量的回归系数均非常显著。H2得到了数据支持。

那么,文化认同因素是否以个体稳定性为中介,影响家庭迁移行为与计划呢? 比较模型4和模

型6可知,方言熟练程度对家庭迁移行为(是否已迁移)和迁移计划(是否准备迁移)的影响在1%
的水平上依然显著,但回归系数有一定的变化,其中对家庭迁移行为的影响系数从0.264降低到

0.2,对迁移计划的影响系数从0.215下降到0.171。这说明个体稳定性中介效应的存在,但两个模

型的系数差异是否显著还有待进一步检验。而风俗认同的影响却非常明显。模型5中,风俗认同

因子对家庭迁移行为(是否迁移)影响显著,在模型7中变得不显著,说明风俗认同是通过影响个体

迁移的稳定性,进而影响到家庭迁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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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 文化认同、个体稳定性与家庭迁移意愿(N=8988)

变量
模型6

已迁 准备迁 不确定

模型7
已迁 准备迁 不确定

个体迁移(稳定性) 0.769*** 0.514*** 0.321*** 0.798*** 0.551*** 0.337***
(0.089) (0.068) (0.117) (0.089) (0.069) (0.116)

文化认同
方言熟练度 0.200*** 0.171*** 0.055

(0.060) (0.051) (0.094)
风俗认同 0.066 -0.062 -0.063

(0.060) (0.051) (0.099)
女性 -0.099 -0.143 0.271 -0.114 -0.153 0.273

(0.110) (0.094) (0.170) (0.109) (0.094) (0.171)
年龄 -0.017* -0.008 -0.008 -0.017** -0.010 -0.009

(0.009) (0.008) (0.015) (0.009) (0.008) (0.014)
婚姻(未婚)

已婚 2.664*** 1.229*** 0.222 2.643*** 1.215*** 0.224
(0.187) (0.146) (0.269) (0.187) (0.146) (0.266)

离异等 2.485*** 0.986*** 0.946 2.482*** 1.007*** 0.962
(0.378) (0.365) (0.614) (0.371) (0.358) (0.609)

教育 -0.022 0.041** 0.033 -0.021 0.046** 0.036
(0.024) (0.019) (0.034) (0.024) (0.020) (0.034)

社会地位声望 0.146** 0.183*** 0.148 0.145** 0.181*** 0.146
(0.060) (0.049) (0.095) (0.060) (0.049) (0.094)

家庭负担指数 -0.675*** -0.037 -0.048 -0.664***-0.032
(0.064) (0.054) (0.110) (0.064) (0.054) (0.110)

进城年限 0.045*** -0.014 -0.012 0.051***-0.008 -0.010
(0.013) (0.013) (0.027) (0.013) (0.013) (0.026)

住房(宿舍)
租私房 0.191 0.229* 0.125 0.189 0.231* 0.125

(0.157) (0.123) (0.213) (0.158) (0.123) (0.214)
公租房 -1.534* 0.121 -13.117*** -1.676* 0.061 -13.143***

(0.858) (0.620) (0.435) (0.888) (0.639) (0.441)
产权房 0.927*** -0.065 -0.394 0.967*** -0.005 -0.364

(0.300) (0.282) (0.533) (0.301) (0.283) (0.534)
非正规房等 -0.160 -0.142 -0.600 -0.114 -0.088 -0.573

(0.441) (0.354) (0.479) (0.445) (0.346) (0.479)
城市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截距 -3.576*** -2.280*** -2.786*** -3.157*** -1.996*** -2.721***

(0.477) (0.381) (0.621) (0.459) (0.370) (0.585)

  注:同表3,因变量基准组为不迁移组

为进一步分析方言熟练度对家庭迁移决策与计划的影响中个体稳定性的中介效应,这里使用

KHB模型检验系数差异。结果显示,方言熟练程度影响个体迁移意愿,进而对家庭迁移行为与计

划发生显著影响,中介效应在1%的水平上显著(表5底部)。
表5 个体迁移(稳定性)的中介效应检验(N=8988)

家庭迁移行为与计划

已迁 准备迁

不纳入个体迁移 0.229*** 0.126***

(0.039) (0.034)
纳入个体迁移 0.177*** 0.082**

(0.039) (0.034)
两者差异 0.052*** 0.044***

(0.007) (0.006)

注:1.显著度:***p<0.01,**p<0.05,*p<0.1;2.括号内为标准误;3.因变量基准组为不迁移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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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结论与讨论:文化认同与新时期的人口城市化

农民工迁移与城市化过程,是一个不断发展、演进的多阶段决策过程,关注文化认同对农民工

的影响,不应局限于某一阶段的作用,还应关注不同阶段决策之间的关系。然而,既有关于文化因

素对农民工迁移的影响研究,要么关注文化认同对个体迁移的影响,要么关注文化因素对家庭化迁

移的影响,缺少动态视角。正是因为如此,本文基于CMDS2014年流动人口社会融合与心理健康

专题调查数据,对农民工迁移的不同阶段、文化认同影响农民工迁移的途径与机制进行了检验。研

究发现,文化认同不仅影响到个体的未来城市化预期(是否在本地生活与工作)与稳定性,同时也会

对农民工的家庭迁移决策产生影响。使用CMDS2017数据的分析结果也发现,农民工对家乡风俗

认同度越高,其迁移稳定性越低。可见文化认同对个体迁移稳定性的影响非常稳健。但CMDS
2017年数据并没有收集本地风俗认同以及家庭迁移意愿等信息,因此无法进一步分析家乡风俗认

同对家庭迁移意愿的影响。
需要指出的是,强调文化认同因素对个体迁移与农民工家庭迁移的影响,并不否定经济适应的

重要性。农民工城市化是以职业发展、经济适应为基础的。只有作为家庭主要经济来源的农民工

在城市中经济稳定后才会进行家庭迁移,因此经济适应是基础。即便如此,探讨文化因素的影响依

然是非常重要的。家庭目标是迁移的基础,无论是定居,还是继续迁移(回迁、再迁移),都只是解决

问题或实现个人和家庭目标的一种选择,体现的是农民工对“美好生活”目标与生活质量的追求。
当农民工在城市获得较为稳定的经济来源,由经济适应转向社会适应时,文化因素的作用进一步凸

显,对农民工及其家庭成员的社会适应产生影响。迁入地与迁出地的文化差异越大,意味着农民工

及其家庭成员融入社会的时间与心理成本越高。这也意味着,在农民工家庭化迁移背景下,对农民

工公共服务以及就业、教育培训等服务至关重要,但如何促进其文化适应也同样重要,这影响到其

城市化的稳定性与质量。
工业化与产业发展是现代化与城市化的基础。多年的经济高速增长与就业岗位的增加,促进

了农业剩余人口的大规模转移,城市化进程加快。但在区域发展上,西部地区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

问题依然非常显著,经济发展相对滞后,无法为当地农业剩余人口转移提供充分的、高质量的就业

机会。在就业机会与收入的驱动下,西部农业剩余人口主要是向东部沿海发达城市迁移,寻求工作

机会。但这一远距离迁移,是建立在较高的迁移成本基础上的,也是一个高度筛选的过程,主要是

以年轻劳动力为主的异地迁移。其结果是,在西部偏远地区,依然有大量的需要转移就业的农业剩

余人口。一方面,他们在竞争激烈的东部城市劳动力市场中竞争力不足;另一方面,他们向东部沿

海城市迁移,因为文化、语言、生活习惯的差异,迁移往往又面临着更高的心理成本。从这一意义

上,透视当前城市化与区域发展战略,理解《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新时代推进西部大开发形成新格

局的指导意见》具有积极意义。
其一,新时代推进西部大开发,加快西部地区快速、高质量发展,意味着这些地区的工作岗位与

就业机会将会增长,能够吸纳西部农业剩余人口的转移。这种农业人口的就近转移模式,相对于异

地跨省迁移,文化适应成本更低,农民工迁移的时间成本、心理成本更低,有利于进一步促进农业剩

余人口的转移,促进农民工的城市适应。
其二,本研究结论对推进人口城镇化与城市群的发展也有一定的启示意义。推进新型城镇化,

不同区域的城市群与中心城市的发展至关重要。作为区域性的城市群吸纳周边农村剩余人口,在
文化认同上更容易产生亲和感,这也会对农民工个体稳定城市化与迁移意愿产生影响,有利于推进

人口城市化。基于地区中心发展的就近城镇化不仅与潜在的迁移对象(周边剩余农村劳动力)在文

化上有亲和感,还会进一步推进其举家迁移,这意味着基于文化亲和感的城镇化模式,有利于减少

因为城市化导致的分离型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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